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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生态视域下庐陵文化 

形成流变及内涵特质的探讨 

王健 1，顾筱和 21 

（1.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，330022；2.南昌大学，江西南昌市 330058） 

摘要：庐陵文化的形成、演变及内涵特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本文试图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庐陵文化的起源

与变迁。庐陵文化的形成既与庐陵三面环山、赣水中分、水系向心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，同时，又与行政区域的长期稳定有关，

区划的稳定有利于文化的沉淀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。西晋以来的多次移民，使得庐陵文化得以吸纳中原文化的养分而形成自身

独特的文化体系。发展至今，庐陵文化逐渐形成了“崇文重教，耕读传世，尚武节义，宽厚包容”的文化特质，它既体现了平

原文化的儒家色彩，又显示了山区文化的土著风格。庐陵文化是农耕经济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意义的地域文化。加强该地区的文

化生态保护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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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庐陵文化是在近几十年才为研究江西文化的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，谁最早提出无从可考。因为没有权威学者论断，所以

内涵简繁皆有，众说纷纭———多为罗列文化现象，少有分析文化成因；多有阐述历史文化特征，少有探究现存文化关联。本

人在此从文化地理文化生态学的角度，探知庐陵文化形成背景、发生发展流变与现实文化现象的关联一二，纯属一家之说，一

管之见，非为论断，挂一漏万，敬请学界高师大德斧正。 

一、影响庐陵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

独立单元的地域文化一般需具备两个要素，一是要有明显的区域文化中心，二是要有区别于它地的文化特质。庐陵文化形

成与以下要素密切相关。 

（一）地理环境 

1.水热和地形决定原生态稻作农耕经济文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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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庐陵郡位于现在赣中西部，气候带属中亚热带，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。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1500 毫米以上，

年均温约 18 度，无霜期长，四季分明，寒暑各半。雨量充沛，光热充足，适宜各类作物生长
[1]
。 

赣江从腹地穿过，东西南三面环山，随赣水北去而山势渐缓，形成吉泰盆地，武夷山脉、南岭、罗霄山脉成为吉泰盆地的

天然屏障，抵挡了东南沿海的强暴风雨和西面寒流的侵蚀。吉泰盆地北面则一马平川，与鄱阳湖平原相连接。 

水热充足，土沃水丰，地形优越的盆地环境，适应水稻生长，决定了当地的稻作农耕经济类型。这是当地文化的原生态根

基或主干，其他所有文化现象都是由其派生、演替或接纳融合而来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是蒙古人来了，这里也不会变成游牧经济

类型的游牧文化。水热条件地理环境决定当地经济类型，即原生态文化根基。 

2.吉泰盆地向心水系利于文化聚集认同与传播扩散 

吉泰盆地四面环山，中部地势平坦，赣江从中间穿流而过，赣江吉泰盆地段两岸长度 50 公里以上的支流有十多条，左岸注

入赣江的有皂口江、遂水、蜀前水、禾水、泸水、同江河，右岸注入赣江的有云亭江、富水、孤江、乌江，均匀分布于赣江东

西两边。连接了几乎所有的古今县城和重镇。这些水系是沟通山区与平原的重要通道，平时承担着将山货运往平原及赣江边的

庐陵郡治，同时又将其它生活用品运回山区的任务。表面上看上去水系仅是运输线，实际上它既是物质的运输线，又是文化的

传播线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郡治，必定承担着文化中心的角色。郡治文化中心的文化沿水随着来往过客人流而上，渗透到离

文化中心更远的边远地区。另一方面，郡治通过行政管辖权行使受主流文化影响的政令，强力影响所辖地区，也包括盆地边缘

的山区。这样自然形成一种由山区沿水系向平原文化核心地区的文化向心力。庐陵平原腹地广阔，山地高大绵延，平原文化与

山地文化既有各自广阔发展空间又相互交融彼此影响，加上隋唐宋赣江黄金水道的繁荣和庐陵郡治的长期稳定，最终形成了庐

陵文化的个性特质。由此，以庐陵郡治为核心的文化中心随之形成并稳固。 

（二）政区沿革 

1.历史悠久形成文化自信 

庐陵之称，始自秦初（公元前 221 年）设县，汉献帝兴平元年（194 年）置庐陵郡。隋开皇十年（590 年），改庐陵郡为吉

州。后来庐陵一直以县名，直至民国初年。至今两千二百余年，历史悠久。古今名人以自称庐陵人为自豪。 

2.区域相对固定利于文化积淀 

东汉献帝兴平元年（194 年）到隋开皇十年（590 年）置庐陵郡，至唐朝，其行政区划范围，北至清江，南至今万安、遂

川。到北宋，吉州北部的清江、新淦、峡江划出。延续到元吉安路、明、清吉安府。直至 1952 年，新淦、峡江重新划吉安，1957 

年改名新干。可见，从隋唐至今，庐陵行政区域长期保持稳定，只有北部新淦、峡江的进出。一个稳固的行政区域必定保持行

政中心文化的持续影响，利于文化的积淀和文化特质的形成。 

（三）人口迁移 

1.人口迁入带来北方文化 

从西晋、中唐至两宋，来自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多次南侵，造成政治震荡，使全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，江西为

中原人口的重要迁徙目的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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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永嘉之乱，北方南下移民分东、西两线，西线移民越江到鄱阳湖流域，属江西北部。这次移民对庐陵地区影响不大。 

唐中叶安史之乱，之后到唐下半叶，全国户口减少，独江西鄱阳湖、赣中地区户口大增，饶州、洪州、吉州户口增加尤多
[2]
。 

两宋几百年，尤其靖康之乱，大量移民进入吉州，“东北流移之人，布满江西”
[3]
。 

战乱导致中原人口的迁徙流入，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。不同地方流入的人口，把原籍的思想观念、风俗习惯、

生产技艺带入了新的居住地。移民为了生存，为了后代的兴旺，必须抛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，探寻适应时代需要的生存方式，

这就从客观上为庐陵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。 

第一，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。迁入人口必须以有效的劳动获得所需的生活品。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，人们不仅会把原籍

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制作技艺带入新居，还会不断地加以改进提高，以适应新的环境。庐陵一带的豆、

麻、蔗、棉等农作物栽培技术和陶器烧造、纺织等技艺，追溯其源头，大多是随外来人口的迁入而传播的。 

第二，继承了良好的传统。从外地迁入的居民，不忘祖辈艰苦奋斗、勤俭持家、崇尚礼义的传统，总会以此激励自己和教

育后代，使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代代延续。尤其是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，不断强化，在庐陵大地生根开花。 

第三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。为避战乱而入庐陵的人口中，有不少是北方的大族世家和书香门第。北方移民在避难期间，重

视文化教育，兴办私塾，子弟多饱学之士。一旦社会安定，从乡间走出，进入科场，出仕为宦者，荣归故里，建宅修祠，光耀

祖宗。 

2.人口迁出加强庐陵文化的辐射力并传播庐陵文化 

五代、明、清，江西向湖广移民，“江西填湖广”
[4]
“湖广填巴蜀”。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，向地广人稀处的迁移。

谭其骧先生在其《湖南人由来考》的结论里有以下关于江西的文字：“湖南人来自天下，江、浙、皖、闽、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；

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；而庐陵一道，南昌一府，又居江西之什九”。“江西人之来移湖南，大都以稼穡耕垦”。“江西南部之

人大都移湖南南部，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，而湖南南北部之分，以湘阴、平江作之界。”“南宋以前，移民之祖籍单纯，

几尽是江西人”。“湖南人之祖先既太半皆系江西人。以是江西人之风习赋性，自为构成湖南人之风习赋性之主要分子。”
[5]
湖南

东南部多为吉州移民。导致江右商帮文化、万寿宫文化、语言文化的输出。“湖南东南部一片为赣客语区”
[6]
。 

二、庐陵文化发展演变 

秦汉以前，庐陵一带的先民文化虽然还处于滥觞阶段，但整个说来，是和中原文化同步发展的。庐陵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

了五个时期。 

（一）秦汉 

秦汉时期是庐陵文化的初步开发时期。庐陵文化处于萌芽时期。 

（二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

这一时期是庐陵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时期。到东晋、南朝时期，庐陵文化得到中原文化的滋养，进一步繁荣。隋唐以后，随

着人口的逐渐增加，庐陵经济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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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生产规模扩大，经济有较大的增长。《续搜神记》载：晋太元初庐陵郡巴丘县人名叫晃的，一家“年常田数十顷”，

终以田作致巨富。可见，当时庐陵一带的农田，已得到较广泛的开发。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，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 

第二，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人口也大为增加。西晋时，庐陵郡有户数 12200 户（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）；隋时，户数增至 23714 

户（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）；到了唐代，天宝年间户数便猛增至 37752 户（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）。人口的增加，标志着生产的

发展。 

第三，交通运输有较大的发展，以赣江为主要交通线的水上交通，得到了极大的开发。早在汉武帝时即已开通赣江航线达

粤。唐代，赣江已成为通粤的主要交通线。开元四年（716 年），梅岭古道被拓宽后，中原入粤，主要经由赣江。这加速了庐陵

文化和中原文化、岭南文化的交流，使庐陵文化迅速发展。 

（三）宋明 

宋明时期，庐陵文化的繁荣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文人。宋代的欧阳修在古文、

诗、词、赋、史学、目录学、金石学等领域，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此外像孔平仲、王庭兹、杨万里、文天祥等的诗，杨炎正、

刘过、邓光荐、刘辰翁等的词，胡铨、周必大等的文，在全国也有很高的地位。元、明两代庐陵文化名人也很多，如解缙就是

其中佼佼者。二是科举极盛。明代的郭子章称吉安“自洪武开科至于今，举人共二千八百有奇，进士共九百有奇，即与宇内文

物剧郡颉之颃之，正足伯仲。然进士拜相者九人，尚书三十人，会元九人，鼎甲三十三人。有同朝三相者，有一年一相者，有

一姓三元者，有一姓而十八进士者。……有一科而登进士至三十七人者，有一科而入翰林选庶吉士至十四人者，即他剧郡，亡

有也。” 

（四）清朝 

进入清朝，庐陵文化渐趋衰微。燕王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。明末清初，庐陵一带成了义军、明军、清军、

乱军及三藩之乱联军的主要战场，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，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惨遭杀害。此外，清代中叶后，中国被迫开放

通商口岸，千年来连接南北交通的赣江水道和大庾岭商路逐步冷落。庐陵地区失去了便利的交通条件，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始停

滞不前。清代庐陵文化名人寥寥可数，仅刘淑英、贺贻孙、李元鼎、李振裕、贺桂、龙科宝、刘绎、龙文澎、胡友兰等数人有

些成就
[7]
。 

（五）现当代 

民国时期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对赣中经济发展不利。经济区位边缘化，京广线和沿海南北通道远离赣中，导

致经济衰退文化式微。 

直到京九铁路、赣粤高速修通，井冈山红色旅游兴起，吉安地区经济又逢发展机遇出现新的起色。庐陵文化又呈现出欣欣

向荣的发展之势。庐陵文化与红色文化结合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井冈山革命文化。 

三、庐陵文化内涵特质 

在研究和探讨吉安历史文化的时候，当地人和学者都习惯将庐陵故称以冠，我想有三层含义：一是始自秦初的历史久远性；

二是当地古代名士皆以庐陵称故里的地名价值性；三是历史地域及文化边界的模糊性。故称之为庐陵文化而不称吉安文化。 

本人认为：庐陵文化是指以历史上庐陵郡治为地理中心的，以赣中吉泰盆地地理单元为环境背景的，经过漫长社会历史变



 

 5 

迁、融合、积淀、发展而形成的，人们生产、生活、行为、思维等定式的总和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庐陵文化是北方政治、经济、

文化中心南移后，在南北文化交流、碰撞中，在赣江中游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和吉泰盆地良好的地理环境背景中，成长繁荣发

展，并在宋代占据中国文化高地的极具特色的农耕地域文化。 

庐陵文化的内涵丰富，难以面面俱到，在此主要概括具有明显特质的几个方面“耕读传世，崇文重教，尚武节义，宽厚包

容”
[8]
。 

“耕读传世”是指庐陵人民勤于耕作，礼于诗书，耻于聚讼，以诗书求闻达，弃自守而进取的意识十分强烈。庐陵农耕经

济发达，为读书提供了良好条件。北宋时期，京城的粮食主要靠江南提供，每年漕粮在 600 万石左右，江南西路 120 万石，吉

州就占了近 40 万石；南宋偏安江南一隅，江西每年要为南宋王朝提供粮食 200 万石左右，占年供应量的 1/3，吉州又占江西的

1/3，约 60 万石左右。庐陵农业经济地位可见一斑。 

庐陵人口密度大、人均耕地少。以清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 年）为例，吉州府人口密度是江西平均人口密度的 1.54 倍，众

多的人口为农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，促使了农业的迅速发展。同时，人口的增长，资源的不足，也使得人们在农耕之外，必

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。在儒家思想的导引下，耕读并重，诗礼传家，以诗书求功名光宗耀祖逐渐成为时尚。“耕读传世”，积极

进取，成为庐陵文化的基本特质。 

“崇文重教”是指庐陵人民崇实达理，秀而能文，重视教育。庐陵地处内陆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，

使得重农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人们的商业意识比较淡泊。相反，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，人们普遍重视教育，以教育作为修身齐家

的主要手段，文化价值导向上偏重于“文化型”“学者型”“艺术型”。科举考中进士的多少，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

盛，文化是否发达，人才是否众多，声望是否显扬的重要标志。从唐朝开科取士以来，庐陵先后出了 18 位状元（仅次于苏州），

16 位榜眼，14 位探花，2969 位进士。庐陵历史上“兄状元，弟宰相”“父进士，子翰林”“三代同科”“兄弟连科”等科举佳

话世代相传，崇文重教观念深入人心。 

“尚武节义”是指庐陵人民犯颜敢谏，忠义节烈，山区住民习武成风。欧阳修、胡铨、文天祥、杨邦乂、解缙、李时勉、

刘球等，是庐陵先贤忠义节烈的杰出代表；还有不少清官、义士、烈女等，他们饱读诗书，受到“忠君报国”“天下兴亡，匹夫

有责”的儒家思想熏陶，都很讲忠义，讲气节[9]。这种精神影响到庐陵的文风、士风以及民风，成为一种优良传统，代代相承。 

庐陵以山地、丘陵为主，山地占全市面积 51%。艰苦的自然环境，使得永新、遂川、井冈山、安福等地山区住民坚韧不拔，

习武强身，形成了浓厚的尚武习俗，这从永新的盾牌舞、井冈山全堂狮灯的流传可以明显感知。 

“宽厚包容”是指庐陵文化宽大厚道、深沉浑厚的品格，宽容厚纳、博采众长的胸襟，以及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的宏大气

魄。庐陵人做事做人讲究“厚道”，在日常生活中重仁爱、讲友善，重情义、讲互助，重礼仪、讲孝敬，重诚信、讲承诺，重奉

献、讲公益，重群体、讲谦让。古庐陵地理形态上山地绵延，平原广阔，河网密布，多样化的地理环境，频繁的人口迁徙、土

客交融的人文环境，使得人们必须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，共同发展，和谐相处。因此，也就形成了庐陵文化宽厚包容的特质。

在永新、安福、遂川这些山地与平原的交汇区域，这种特质尤为明显。 

四、庐陵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关联 

从唐代至今，庐陵行政区域长期保持稳定，这十分有利于区域内文化交流、融合，对于当地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体系的

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，也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上和空间上的向心力。以庐陵郡治（今吉安市区）为文化和地理中心，形成

了高度的文化认同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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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地理环境上看，庐陵文化生态空间跨越了平原、河谷、丘陵、山地，成为平原文化、山地文化、河谷文化交相融汇的区

域，使其文化形式既有平原的安逸、儒雅、淡泊、诗书气，又有山区的淳朴、包容、彪悍、豪迈气，以及河谷地带的干练、敏

锐、诚信、精明气，成为多样化色彩非常明显而又相互兼容、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区域。这种特定的地理空间结构，也使庐陵

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相比，有着很不一样的气质。 

庐陵文化生态体系完整，内涵丰富、传承有序，代表庐陵文化重要特质的耕读、崇文、习武、节义、包容等不仅有完整的

精神内涵，而且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，并一直存续至今，成为庐陵文化生态的重要表征。 

庐陵历来农业发达，吉泰盆地是江西最重要的产粮区域之一，许多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民俗活动至今活跃于民间。如“青

原箍俚龙”“泰和虾蚣灯”“万安麒麟狮象灯”“峡江打蚌壳”“安福吃新节”等。“峡江打蚌壳”始于明朝，距今约四五百年。起

源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《蚌壳仙子》传说，表达了人们向往幸福生活、祈盼赣江水面平静无水患、年年五谷丰登、

人畜平安的美好意愿；再如“安福吃新节”，是当地百姓在割稻之前，采集新谷制作祭品，祭庙、祭祖、游村、游田垅、吃新、

举火把、唱山歌、开镰收割等系列庆典活动的总称。 

庐陵崇文重教蔚然成风，自古皆然。“文天祥故事”“欧阳修故事”“解缙故事”“杨万里故事”“陶母教子故事”长期在民间

流传，人物故事鲜活，群众基础广泛，成为历代庐陵百姓学习、效仿的榜样，崇文重教观念深深融入庐陵文化的潜意识。此外，

“吉安白鹭洲故事”“吉水长龙”分别表达了人们对书院的重视和对读书人的崇拜。“永新书法”则是崇文理念在人们行为上的

直接表现。 

庐陵山区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习武习俗。“永新盾牌舞”“井冈山全堂狮灯”“安福表嫂茶习俗”“吉安东园龙”“泰和华盖双狮

舞”是习武习俗的直接表征。“永新盾牌舞”源于南塘村一带山水资源的争夺。吉安县永阳镇东园村舞龙习俗始于南宋开禧年间，

已有 800 年以上的悠久历史。尚武而又极富创新精神的东园村人，将武术、杂技等融入龙灯表演中，自创了“架天桥”“架地桥”

“仰倒牌”“迭腕站”“登高台”等难度极高的精美花节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吉安东园龙”。 

庐陵道教文化历史悠久，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。“青原喊船”“永丰傩舞”“峡江玉笥山传说”“安福武

功山传说”“安福火腿制作技艺”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。“青原喊船”也叫请神送神，意为恭迎从洛

阳乘坐神船龙舟而来的众神，以各种形式热情款待，隆重祭祀供奉，并将赞美之词和心中祈愿以连续多日的演唱倾诉，恳请众

神在享受香火贡献和娱乐的同时，为百姓驱邪除魔保平安。“安福火腿”的诞生与楚地巫风以及道教胜地武功山紧密相关。楚地

盛行“疾病不（求）医，唯槌牛祭鬼”。而敬鬼神需献供品，其中少不了猪蹄“胙肉”。“胙肉”是供神之品，人们相信吃了“胙

肉”能消灾除祸。为求保存更长时间，一时吃不完的“胙肉”挂在灶前熏燎，和上食盐腌制起来，历代改进、完善，成为今天

的“安福火腿制作技艺”。 

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社会的政治文化、精英文化、大众文化都会对原生态文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可

能会强化原生文化的特质，也可能消融原生文化的个性。庐陵文化生态处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人文环境巨变的大环境

下，必然也会带上时代的印痕。 

庐陵文化的上述内涵与特质，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和红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
[10]
。正因为耕读传世，才能够为革命

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；正因为崇文重教，才为革命提供了大量才智之士；正因为尚武节义，才为革命提供了大量有气节、有风

骨的战士；正因为宽厚包容，才容易接受来自于外部的革命文化。 

五、结语 

庐陵文化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，以文章节义为核心特质，以多种文化包容共存为特色的江西地域文化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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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视，她在宋明时期曾经占据中国文化的制高点，引领华夏文坛风范；从现当代文化的角度审视，她是中国革命星星之火依托

的文化生态环境，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。以此推论：庐陵文化是农耕经济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意义的地域文化。加强该地区

的文化生态保护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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